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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所以对业主具有法律拘束力，其解释路径宜秉持“框架合同论”之观点，依据业主

的真实意思表示，通过合同概括承受而产生。在认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法律效力时，应当依

据合同主体之间的意思表示分情形予以探讨：当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时，因该约定未经物业服务企业同意，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当单个

业主、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共同达成合意，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表明物业服务企业自

愿为单个业主提供无偿物业服务，此时应认定该约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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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itimate legal basis for preliminary property service contracts to bind property owners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amework contract theory, whereby such binding force arises 
from the general assignment of contrac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ased on the true intent of property 
owners. When determining the legal validity of clauses excluding preliminary property service con-
tracts, differentiated judgments shall be made in light of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nt of contracting par-
ties. Where individual owners and developers agree in commercial housing sales contracts to ex-
clude the preliminary property service contrac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operty service enter-
prise, such clauses shall be deemed void for infringing up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 By contrast, where individual owners, developers and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reach a tripartite consensus to exclude the preliminary property service con-
tract, which manifests the voluntary willingness of the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 to provide free 
property services for individual owners, such consensus shall be confirmed as legally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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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青岛华仁物业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案中，关于开发商与房屋买受人在

购房合同中通过约定排除适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该约定是否对物业服务企业发生效力？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是否仍然可以约束该业主？司法裁判审理过程中，不同法院呈现出立场分歧，进而导致类案不同

判的司法困境。一审和二审法院认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拘束力应以业主同意受该合同约束为

前提。当事人在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排除物业服务管理，表明双方对于受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束未达成

合意，因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该业主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再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对业主产生的法律约束力，解释为法律的强制规定，当事人之间不得通过约定排除，故该排除约定

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发生效力，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1。 
针对这一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2第九百三十九条明确赋予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与普通物业合同以同等的法律效力，业主必须受到约束。但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单个业主，

为何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所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对其产生约束，当事人之间通过合同约定排除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效力如何，为何对物业服务企业不产生效力，并不清楚，因此仍需在理论层面作进一步

解释。基于此问题，本文将首先对“恒丰银行青岛分行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改判时的裁判说理进行

检视。在此基础上，明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单个业主的生效路径，在认定该案中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的法律效力时，基于合同主体间的意思表示，分情形探讨排除前期物业服务约定的效力问题。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法民再 223 号民事判决书。 
2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33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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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中的裁判说理检视 

2.1. 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法定约束力的质疑 

在该案例的司法裁判中，尽管一审和二审法院主张，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应当以房屋买

受人和开发商之间的合意为前提。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推翻前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强调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之所以能够约束单个业主，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业主与开发商不得通过约定

排除其适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物业管理条例》3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与物业买

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这一规定意味着，开发商、物业服务人

及房屋买受人在达成商品房交易的合意中，已经隐含了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的法定继受。此外，

当建设单位将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专有权份额让渡给单个业主时，其基于法律规定所缔结的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也随之当然地转移给该业主。这种观点认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能够对非缔

约主体的单个业主形成约束力，其依据在于《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强制”规定，单个业主在商

品房买卖合同中依法概括承受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其裁判结果具有典

型意义，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待决案件的裁判发挥导向作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物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仅以法定概括承受解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于单个业主约束力根源，这一裁判理由

难以让人信服。 
首先，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债的概括转让可以分为法定概括转让和意定概括转让。前者基于法

律规定而产生，后者基于法律行为而产生[1]。就法定概括转让而言，其仅明确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少

数情形 4。《物业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效力位阶低于法律，其不具备法律的同等资格直接将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法定概括转移。其次，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司法实践纠纷中，也有法院援

引《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就意味着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以此转化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从而使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产生约束力[2]5。

换言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单个业主的法律约束力，是源于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承诺，基于当事

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可见，针对该条文的解释，司法实践亦存在明显分歧。最后，《物业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只是规定了商品房购房合同中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如果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

确认可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为所谓之“包含”，那么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的内容，是否为“包含”呢？对于具体应当如何“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该条文并没有作出明

确规定[3]。故而，仅凭《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前期物业服务对非缔约方

的单个业主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律强制规定这一结论。业主作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非缔约方，为何受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束，仍需进行深入探讨。 

2.2. 对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效力认定的应然立场 

当开发商与单个业主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进而拒绝履行支付物业服务

费的义务时，相较于认定该排除约定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在司法裁判中着重指出，不允许当事人

之间通过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理由在于：其一，针对物业区域内的共有部位及相关附属设施，

物业服务企业负有法定的管理与维护义务。根据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业主则负有支付物业服务费

的义务。如果允许单个业主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通过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否定其合同当事人的

 
3https://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1440   
4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概括转移：《民法典》第 67 条法人的合并与分立；《民法典》第 725 条买卖不破租赁等。 
5曲靖佳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惠敏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 03 民终 1415 号民事判决

书。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715
https://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1440


周梦晴 
 

 

DOI: 10.12677/ass.2026.158715 782 社会科学前沿 
 

地位以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最终会损害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其二，单个业主在明知开发商与物业服

务企业之间存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下，仍通过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 
通过对裁判观点的系统梳理发现，在业主与开发商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认定这一问题

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如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司法裁判中的立场，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对业主的效力根源基于法律规定，那么无论是否存在排除约定，排除约定的效力如何，均不构成对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束单个业主之效力的否定。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所主张的排除约定损害全体业

主共同利益、违背诚信原则的裁判说理，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法定约束力的裁判结果明显存在逻辑冲突。

具体而言，这种裁判逻辑的内在矛盾在于，既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源于法律的强制规定，那么排

除协议本身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无需再借助“损害共同利益”“违背诚信原则”等理由

再次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否则会导致裁判依据的混乱与逻辑链条的断裂，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法定约束

力的裁判结果相互矛盾。 
综上所述，在青岛华仁物业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案中，认定开发商与房屋买受人之间关于排除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效力问题，是判断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该业主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前提条件。最

高人民法院在这一案件的再审裁判过程中，不应仅对排除约定进行价值层面的评价，也应当明确认定该

排除约定的法律效力，从而为解决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提供统一的司法裁判准则。  

3.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法律拘束力的解释路径 

对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为何可以约束单个业主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

用》中明确解释，开发商作为缔约主体所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的拘束力之所以及于后来的业主，

其根源在于业主与建设单位在购房合同中存在转让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合意，即业主与建设单位之间存

在合同的概括承受[4]。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公报案例“恒丰银行青岛分行案”中，再审法院将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力，解释为源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当事人不可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最高

人民法院态度的摇摆不定引发了一个疑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拘束力基础，究竟是源于当事人

之间的意定合意，还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无论是开发商依法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还是业主大

会依法选聘物业后签署的服务合同，皆对业主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此规定沿用了 2009 年《物业服务纠

纷司法解释》第一条的框架，区别在于后者仅提及“约束力”，而前者在“约束力”基础上增加“法律”

二字，立法用语的此番调整，似乎是为了强调前期物业合同约束业主的效力带有天然的法定属性[5]。如

果仅以“法律约束力”的表述，就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拘束力解释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无

明确的法理依据。 
依王泽鉴先生所言，契约为现代交易上最重要的制度，其所蕴含代表的，为个人之自尊及自信，得

本其自由意思，与自己所选择之相对人，缔结契约，以创造规律彼此权义之规范[6]。因此，合同的成立，

必须以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方可体现契约精神。我国《民法典》将“物业服务合同”以新增

的典型合同进行专章规定，说明其具备契约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的基本精神。就物业服务合同章节内部

条款而言，尽管《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明确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法律约束力，但根据《民

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业主应按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此处的“约定”则表明物业服务合同

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前提而订立。开发商依规与物业服务人签署的前期物业合同，

以及业委会经业主大会授权选聘物业后订立的普通物业合同，在性质上都属于合法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

一经订立即产生合同项下的法律效力[7]。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能够约束单个业主，是因为源于法律的强

制规定，而普通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力来自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显然，在所谓的“业主”从开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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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过渡到单个业主时，将导致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与普通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路径存在冲突，难以

通过体系解释形成逻辑自洽。 
除此之外，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双方法律行为，

单个业主并非合同当事人，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非合同当事人通常不受合同约束。尽管有

观点认为，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是基于立法的特别规定，其目的在于消除作为弱势个体

的业主与占据强势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之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等，进而实现合同法视域下真正的实质正义

与平等[8]。然而，由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已经在开发商与业主的购房合同中完成事实上的合意转化，故

其仍然遵循民商事合同一样的常态缔约模式。因此，如果认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源于法律

的强制规定，在理论上不具有正当性。 
针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法律拘束力的生效路径，理论界存在“事实合同说”、“委托代理说”、

“涉他合同说”和“合同概括承受说”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事实合同说。该学说主张，在商品房交付

完成后，若物业服务企业已实际履行了物业服务这一主给付义务，且业主对此未表示反对，双方即构成

了事实层面的物业服务关系，进而使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能够约束非订约主体的业主 6。其二，委托代理说。

委托代理说的观点主张开发商以委托代理人身份，代表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房屋买

受人在购房合同中对其中涉及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内容予以确认并签署合同的行为，可视为业主对开发

商的事后委托[9]。其三，涉他合同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在商品房交付初期，业主大会尚未成

立，由于业主无法直接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开发商根据法律规定先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并订立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其性质属于涉他合同[7]。其四，合同概括受让说。这一观点认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

主的约束力，是基于业主与开发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就其中所包含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概括承受。 
上述观点均从合同层面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前提，解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单个业主产生法律拘

束力的内在原因。事实合同说虽然已经认识到单个业主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主体地位，但面临以下

困境：第一，事实合同说无法满足《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事

实合同”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法学家豪普特(Haupt)所创制，其核心要义在于：此类债务关系的形成并非

基于传统的缔约程序或当事人的主观合意，而是直接源于特定的事实行为[10]。若依据事实合同说的理论

进路，将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单纯界定为事实层面的服务关系，那么在此框架下，双方具体

的权利义务边界应当如何加以明确？第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开发商与商品房

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已经涵盖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在物业服务企

业介入并提供服务之前，双方已通过书面形式确立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故此后发生的事实服务关

系无法解释比其成立在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法律约束力。委托代理说通过业主对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的事后追认，实现了业主的合同权利的最大化。然而，该观点明显忽视了开发商作为房屋原始所

有权人，即原始房屋业主这一事实。在商品房出售前，开发商享有实际业主与委托代理人的双重身份，

这无法完全契合委托代理制度所试图构造的业主、开发商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构。 
涉他合同说将业主作为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所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利益第三人，赋予了作

为第三人的业主以一定权利。但是，我国学说通常认为涉他合同中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不得为其约

定义务[11]。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接受物业服务企业所提供的物业服务管理时，也负有按约定支

付物业服务费等义务。此种义务与附随义务或不真正义务并不相同[1]7。因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

法律约束并不符合涉他合同的理论特征。合同概括承受说作为我国学界当前的主流观点，其明确了单个

 
6见(2014)厦民终字第 1735 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 02 民终 4355 号民事判决书。 
7韩世远教授认为，虽然依我国通说，第三人利益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约定义务，但不妨碍基于法律规定、合同

性质和目的以及交易习惯，对第三人约定若干附随义务或不真正义务。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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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与开发商之间“业主”地位的转换过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合同的概括承受，是指

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进而由第三人取而代之成为合同的当事人[1]。如果以合

同的概括转移解释前期物业服务对业主的生效路径，在商品房出售前，开发商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即原

始业主。在商品房部分出售后，开发商和单个业主同时为物业服务企业所提供的物业服务对象，二者均

受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束，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对象既有

原始业主的开发商，也有受让的单个新业主。此时，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概括承受开发商权利义务的单

个业主并未完全取代开发商作为原始业主的法律地位。鉴于此，单纯通过合同的概括承受说明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对业主法律拘束力的解释路径似乎存在不妥之处。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规范的是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集体合同)，而《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七

条则规范普通物业服务合同(个别合同)。由于二者性质不同，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作为合

同一方当事人的“业主”概念难以统一，有时体现为集体概念，有时则体现为个体概念[8]。因此，物业

服务合同也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议[12]。一元论的观点认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仅成立单一合

同关系，故合同中的“业主”应解释为全体业主[13]。相反，二元论则观点主张，除了开发商或业主委员

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框架性物业服务合同之外，在物业服务企业与单个业主之间还成立具体的个别

合同[14]。 
司法实践中，单个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通常依一元论观点，以其为非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当事

人而主张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其不产生约束力。但在实际房屋买卖过程中，购买商品房的房屋买受人不

仅与开发商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还必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单独订立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企业与

单个业主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并非以单独的方式与各个业主讨价还价逐一订立合同，而是先与开发商

订立集体合同形成能够代表且约束各个业主的框架合同，再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各个业主之间的个别合

同。从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出发，承认物业服务合同同时具备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双重法律属性，是

符合实际情况的合理选择[14]。相较于物业服务合同的一元论观点，二元论更能与具体实践相适应。质言

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单个业主的效力根源，应当在采“框架合同论”之观点的在此基础上，通过合

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依业主的意思而产生。因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力，应当是源于单

个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而产生的约束力。 

4. 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效力认定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与购房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应当包含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约定。基于此，房屋买受人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得以建立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从文义解释角

度来说，即便买卖双方通过补充条款排除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亦可视作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条款的一种特殊“包含”方式。然而，该约定的效力如何，应当进一步分析。 

4.1. 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双方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无效 

民事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这是民法意思自治的体现，也是民

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合同作为最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效力认定向来是我国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作为合同效力的评价结果，我国《民法典》采取“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未生效”的效力模式

[15]。 
《民法典》在总则编第六章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详细规定，合同编第三章也规定了合同的效

力。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八条，合同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总则编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的有关规定，这也是由民事法律行为与合同之间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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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审查，应回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审查的本质，主要依据《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

相关条文。 
前述案例中，房屋买受人与开发商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通过补充协议排除物业管理服务，该协

议效力如何？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而言，公序良俗由“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部分构成。公共秩序是

全体社会成员为维护共同利益所应共同遵守的秩序[16]，主要涵盖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秩序，其中社会公

共秩序具体包括社会管理秩序、公平竞争秩序、生产秩序、经济秩序、交通秩序等。善良风俗则是维系

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准则[17]，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常表现为背离社会公德、违背家庭伦理、

损害人格尊严等情形[18]。显然，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并不与善良风俗相悖。至于是否违反公共

秩序，需审查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就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所达成的约定是否损害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七条第一款对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予以明确界定，物业服务企业不仅负有对小区共

有部位及配套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的责任，还需对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状况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而小

区业主应当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必须承担缴纳物业服务费的主要义务。通

常情况下，业主缴纳的物业服务费按各自房屋产权建筑面积分别计算 8，即便单个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

费，也无需其他业主承担其未缴部分。因此，房屋买受人与开发商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不会

因为损害小区全体业主利益而违反公共秩序。 
既然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不会损害全体业主利益，那么则应当将目光回到前期物业服务的

提供方，即物业服务企业。房屋买受人与开发商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以损

害物业服务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呢？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其构成要件分为主观因素与客

观因素。前者之“恶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或应知，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后者从客观上以合同的方式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其规范射程包括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

以及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所签订的合同[1]。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业主在建筑物共

有部分上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具有一致性，即便业主明确表示放弃其共有权利，亦不能作为免除

其应尽义务的理由。其中，共有部分的范围包括建筑物内的走廊、电梯、外墙、水箱、水电管线等，以及

公共区域的绿地、道路和其他公共空间。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个集合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即

便业主与开发商约定排除物业服务管理，但物业服务企业仍然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进行维

护和管理。因此，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在物业服务企业全面履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项下义务的前提下，业主不得单方面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业主之所以与开发商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其最主要目的是拒绝接受服务管理和缴纳物业费。这也表明其在明知存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情

况下，希望通过订立合同以摧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其所产生的约束力，使物业服务企业无法依据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向其收取物业费，以损害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简言之，房屋买受人与开发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通过约定以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行为，由

于未经物业服务企业同意，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物业服务企业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应当认定为该排除约

定无效，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发生效力。 

4.2. 业主、开发商与物业公司三方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有效 

前文对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双方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因该行为损害物业

 
8参见《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普通住宅物业公共服务费按房屋产权建筑面积计收。已办理房屋权属证

书的，以房屋权属证书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计收；未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按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计收。参见《山

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按照房屋产权建筑面积按月计收；参见《湖南省物业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物业服务费用根据物业的法定产权建筑面积按月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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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的利益应当认定无效。那么，当单个业主、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三方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时，该排除协议是否有效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的效力仅能对合同当事人各方产生约束力，

非合同当事人既不享有合同所赋予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所规定的义务[19]。 
如果单个业主、开发商与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就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达成合意，根据意思自治原则，

这表明物业服务企业选择为单个业主提供无偿物业服务。一方面，单个业主所支付的物业服务费是根据

其专有部分的房屋产权建筑面积计算，无需其他业主均摊未缴纳的物业费。另一方面，物业服务企业作

为市场主体，具有显著的营利法人属性，其向业主提供服务的行为，本质上服务于降低运营成本、实现

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的[7]。物业费的用途不仅就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进行日常清洁、维护和

管理，还用于物业服务企业在该小区的办公和物业服务人员的劳务支出。物业服务企业所收取的物业服

务费并非单一用途，其本质是通过为业主提供服务实现盈利。 
此外，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而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业主若违反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换言之，即便单个业主拒绝履

行物业服务费缴纳义务，业主委员会也不具备适格诉讼当事人的身份，无法以自身合法权益受损为由提

起诉讼，要求单个业主缴纳物业服务费。在此情形下，只有物业服务企业具备合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可

要求业主履行物业服务费缴纳义务。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格原告必须是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在未经物业服务企业同意的情况下，单个业主仅享受物业服务与

管理却不履行支付物业费的义务，该行为损害的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与小区其他业主并无直接

利害关系。若物业服务企业与开发商、单个业主之间达成合意，同意免除单个业主的物业服务费缴纳义

务并为其提供免费物业服务，即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那么该排除协议合法有效。 

5. 结语 

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该约定效力如何，是否对物业

服务企业发生效力。司法裁判呈现“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

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法律拘束力，应当解释为在“框架合同论”基础上，通过合同概括承受

以业主的意思而产生。在具体的裁判中，确定该排除协议的效力需依据排除协议的主体分情况判定。当

单个业主与开发商双方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未经物业服务企业同意，单方面排除物业服务企

业依据其所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而应当获得的利益，有损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当确认该约定无

效。在单个业主、开发商和物业服务企业三方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因物业服务企业选择为单

个业主提供无偿物业服务，且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所收取的物业服务费用途不仅限于就建

筑物共有部分进行维护和管理，故对全体业主利益不构成损害，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认定该排除协

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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